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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方救孤慈善制度探微

袁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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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是我国古代慈善事业空前发展的时代，宋代的救孤慈善事业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之一亦为历代所称赞。

宋代的救孤慈善事业由官方及民间两部分构成，其中官方慈善事业已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初步具备当今慈善制度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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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代官方救孤慈善制度的产生原因

1.1 社会因素：孤儿数量剧增

宋代父母主动遗弃婴孩的首要原因就是家庭贫困。无

论何时，养育新生儿的资费都十分高昂，大量宋代的贫民阶

层无法负担相关费用，父母只能将孩童遗弃。《梦梁录》曾

记载：“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

抛弃于街坊”。[1] 其次，宋代赋税负担过重，导致人民为了

减少民户中的人口，降低户等，选择溺死或抛弃新生儿。最

后，对于未来财产分配的考量因素也是导致父母主动遗弃幼

儿的重要原因，很多贫民在考虑到嫁娶费用之后会选择抛弃

新生儿以减轻家中未来的经济负担。

此外，战争与自然灾害也产生了大量的孤儿。两宋存

续期间，战争多发，大量儿童或因父母在战乱中死亡或在战

乱与父母亲人失散而成为孤儿，例如《靖康见闻》曾记载靖

康年间金兵攻入汴梁时的场景，“溺及弃掷小儿，不可胜

计”[2]。有宋一代，时常有灾荒发生，“两宋时期累计遭遇

各种自然灾害，共计 874 次”[3]，这些自然灾害的波及面广、

涉及民众人数众多。在因灾产生的流民队伍中，年幼体弱、

无法劳动的孩童就成了被抛弃的对象，例如绍熙三年（1192

年），四川地区发生饥荒，大量灾民逃难到成都府，“威远

县弃儿且六百人”[4]。仅一县之内，孤儿就有近六百名，可

见灾荒使得孤儿数量爆炸式增长，更不必说两宋年间数量如

此之多的灾情究竟会产生多少名孤儿。

宋代庞大的孤儿数量，使得宋代朝廷不得不考虑应当

如何归置、抚养这一部分婴儿、儿童，增加人口有生力量。

1.2 政治因素：人口数量影响官员考核

为保障人口数量平稳，宋代将经济及人口作为官员升

迁的主要考核标准之一，“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

最之首。”[5] 也就是说，官员任期内人口的增加与减少占其

升迁、考核的重要地位。因而，许多官员在执政时重视对孤

儿的救助以及鼓励公众收养孤儿，在地方官府建立专门的救

孤组织，以此增加孤儿存活率，促进人口数量增长。

1.3 文化、宗教因素：儒学与佛道两教的兴盛

儒家仁义学说对宋王朝影响尤大，遗弃子女与儒家一

直以来的父慈子孝的纲常伦理相矛盾，因此，儒学在教化民

众不要溺婴、弃婴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如何帮助已经产生的

因贫、病等各种因素而被遗弃的孩子，而受到儒家文化熏陶

的士大夫们也积极投入到了帮助孤儿的行列中来。

宋代民间所信仰的宗教主要为佛教与道教，佛教强调

慈悲、积攒功德，指导信众行善事、行好事；而道教亦编撰

了大量劝善书，劝导信众要众善奉行，多行善举，对于老弱

孤残等群体更要常怀怜悯之心“矜孤恤寡 , 敬老怀幼”[6]。

这些宗教殊途同归，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作为慈善事业一环的救孤事业也因此受益。

总体而言，宋代救孤制度能够达到如此高度，是多重

因素的共同作用，宋代独特的社会背景、恶劣的自然环境催

生出数量众多的孤儿，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宗教对于孤儿

的态度又多是优待、救济，多重因素塑造出养教结合的宋代

官方救孤慈善制度。

2. 北宋的官方救孤慈善制度

由于“制度”包含诸多内容，由正式规则（法律）、

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及其实施效果（机构设置）构成，

由于篇幅有限且上文已经简要对宋代相关习惯、道德进行简

要介绍，因此，对于宋代官方救孤慈善制度的介绍仅包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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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及机构设置展开。

2.1 北宋时期的救孤法律规定

北宋多位帝王都曾下过善待孤儿的诏令。譬如宋神宗在

元丰年间颁布了《恤孤幼令》，后因新、旧两党的争斗被废止；

绍圣三年（1096 年）二月，宋哲宗下令“复元丰恤孤幼令”[7]。

令是宋代一种重要的行政法法律，具有较高的法律位阶，《恤

孤幼令》的产生表明在宋神宗时期，救助孤儿已经成为宋政

府长期施行的措施。此外，宋哲宗还于元符元年（1098 年）

颁布居养法，命各州县设置官屋以照顾那些“鳏寡孤独贫”

等不能生存的弱势群体，提供住所、饭食以及免费的医疗设

施，部分孤儿也通过居养法得到妥当的安置。

宋徽宗时期是宋代官方孤幼救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宋徽宗颁布了大量救济孤儿的法律举措，在靖康之难前，这

些举措在救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宋徽宗将宋哲

宗提出的居养法进一步发展。其次，宋徽宗授权地方将溺婴

弃子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并且将管理不当未能阻止溺

子、弃子的官吏进行惩处，减少了被遗弃孩童的数量。最后，

宋徽宗还命令州县设立安济坊，专门收留贫民及其子女，对

于贫民的子女也会进行妥善的安置，从效果来看也具有减少

孤儿产生的效果。

2.2 北宋时期的主要官方救孤慈善机构

北宋时期，还尚未出现仅针对孤儿收容、救助的机构，

对于孤儿的救助多与“鳏寡孤独贫”人群在同一机构中进行

救助，并且这一类机构多为皇帝亲自下旨设立，部分经由法

令的规定成为遍及全国的机构，如居养院就有居养法作为法

律支撑。

福田院。宋代福田院的前身是唐代寺院创办的悲田养

病坊。福田院始建于宋初，最初只设置城东、城西两院，嘉

佑八年 (1063 年 )，宋英宗又增置城南、城北两院，都城开

封之内合计四个福田院，此后一致沿用。宋代的福田院同唐

代一样主要收养“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起初其主要的目的

是收养乞丐，但在冬日也会收养孤老无依、残病之人，这其

中就包含一部分的孤儿。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 年）下

诏要求福田院收养“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明确了福田院

应当收容的人员类型涵盖孤儿，并且在诏书中明确，福田院

所收养的人口按照定额发放口粮及生活物资，救济费用由国

家左藏库拨给相应的钱米。

居养院。居养院设立于宋徽宗崇宁年间，是居养法在

宋徽宗时期飞速发展的体现。宋哲宗提出的居养法并未给官

府提供给贫民群体的机构命名，仅从房屋属性的角度将之概

称为“官屋”，主要惠及的人群也主要为孤寡贫民。崇宁五

年（1106 年），原本的“官屋”定名为居养院。进入居养

院的穷困人家的子女、孤儿，除生活开支由国家拨款外，官

府还给他们提供上学的机会，“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

听读”[8]。

3. 南宋的官方救孤慈善制度

3.1 南宋时期的救孤法律规定

南宋时期对孤幼救济的相关律法大多是对北宋相关法

律、举措的进一步发展，高宗、孝宗在宋徽宗“禁贫民不举

子”、官府给钱养育贫民子女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再次增

加了贫民生子的奖励，缓解贫民家庭养育新生儿的负担。宋

宁宗在位期间大型荒灾发生较为频繁，因此，宋宁宗下诏要

求受灾的两浙、淮南、江东路官府出面收养孤儿，并将收养

受灾州、县孤儿的年龄放宽到七岁，极大地放松了《宋刑统》

始就确定的对收养年龄限三岁以下幼童的限制。

3.2 南宋时期的主要官方救孤慈善机构

婴儿局。婴儿局由袁甫创立于湖州，属于地方政府官

办的机构。在袁甫的《湖州婴儿局增田记》里对婴儿局的收

容、养育弃婴的流程有明确记载，婴儿局的管理规章十分周

密。若有人在路边捡到婴孩，首先要确认这个孩子的来历，

确认是真的弃儿，婴儿局才能收养。对于七岁以下的弃儿，

婴儿局会雇佣乳母对其进行哺乳。如果婴儿局所救助的弃儿

生病，婴儿局还会为他延请大夫进行医治。除湖州外，袁甫

在担任江东提举常平官时还帮助赵善璙设立幼儿局，对于南

宋的救孤官方慈善机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慈幼庄。真德秀在嘉定十年（1217 年）于建康府创办

慈幼庄。当时真德秀任江东转运使，在建康府发生灾荒后，

见路途之中弃婴、孤儿十分可怜，因此设立了慈幼庄。真德

秀创办的慈幼庄是宋代官办慈幼机构中较完善的一个组织。

慈幼局。理宗淳祐七年（1247 年）设慈幼局于临安府。

慈幼局以收养被遗弃的孤儿为主业，费用由官府支出。由于

有较为完备的收容、收养制度，临安慈幼局使得无数孤儿保

住了生命。“临安慈幼局创立后，宝祐四年（1256 年），

宋廷又命‘天下诸州建慈幼局’”。[9] 慈幼局是南宋少有的

全国性救孤官方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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